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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杠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
教育改革中的杜威

仲建维　涂悦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一百年前，胡适等想借助杜威这杆大旗，作为外来的杠杆帮助撬动中国的新教育改革。杜
威访华推动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由此实用主义教育话语深入中国的教育改革语境。对杜威教

育思想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民间性的教育改革活动，从而造就了一些经典的教育改革和试验事件。杜威

热在华持续了五六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杜威式教育改革和实验屡受挫折，杜威热迅速

退潮。站在杜威访华百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审视和反思，可以看出，对杜威思想的误解和误用始终存

在于杜威热的兴衰过程。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新教育

　　一百年前，虽然杜威两年多远东之旅的首站选择了日本，但是日本之行并不算美妙，在日本“杜威
的研究很少为人知晓，而且也很少有人赞同实用主义……杜威很清楚，在日本他并不受欢迎”（威斯布

鲁克，２０１０，第２５６页）。截然相反的是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不但在中国广受欢迎，而且他的思想实实
在在地搅动了中国。搅动主要发生在教育领域，要而言之，杜威访华成就了教育思想的西学东渐的高

峰，其教育思想深入中国教育改革的语境，助推中国教育走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杜威有极

强的历史穿透力，２１世纪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教育改革依然回响着杜威的声音，因此，今日重温杜威
访华及其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系，不只具有教育学术史的意义，更具有现实教育改革的意义。

一、邀请杜威：推进新教育改革的时代诉求

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杜威携夫人艾丽丝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号”客船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应以胡适
为首的他的中国学生的邀请，前往中国上海。杜威一直不算一个好的预言家，就访华这件事，途中的杜威

也不会预料到此后的中国之旅会延长到两年多，不会预料到自己和中国之间互相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一）杜威访华

其实，以杜威的世界学术领袖地位和在中国的弟子的影响力，其访华是迟早的事。陶行知在１９１９
年３月１２日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言：“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是日本先做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１９７９，第２９页）。但既然杜威已有日本之行，机会不容错过，胡适、陶行
知、蒋梦麟、郭秉文等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积极串联组织，终促成杜威访华之事。

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杜威抵达上海，被中国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接入沧州别墅下榻。两天后，
即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做演讲。杜威的在华演讲以谈论教育做开端，５月３日和４日，杜威先后做了两
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此后的两年多，杜威以演讲为主线，以考察为副线，在中国弟子们的一路护

驾下，走遍了半个中国。杜威回国当日，胡适撰《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其送行，文中胡适对杜威的在

华活动做了一个小结：“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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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月。中国地方他到过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

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第十版

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学术讲演会的———几乎数也数不清楚了”（胡适，

２０１３，第２６８页）。
访华期间，杜威谈教育，谈哲学，也谈社会政治。他成了一种风尚和时髦，所到之处，都受到广泛的

关注和报道。他不但是教育知识界的座上宾，而且也吸引了大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兴趣，孙中山、

阎锡山、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接待过杜威或亲耳聆听过杜威的演讲，且都表达出对实用主义

的好感和热情，甚至梁启超曾说：“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１９７９，第１１５页）。
（二）杜威：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导师和外来杠杆

陶行知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与胡适的通信中侧重强调：“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
建设新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１９７９，第２９页）。后陶行知向教育界喊话
和打广告，预言杜威的到来“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有密切关系”（陶行知，１９８４，第３００页），因此
大家要预做知识上的准备，购买和阅读杜威的相关教育书籍。胡适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提到之

所以邀请杜威访华目的主要在于教育改革：“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

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

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胡适，２０１５，第１１页）
胡、陶的言论表明，他们邀请杜威访华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中国人建设新教育。胡、陶都抱持着改

革中国教育的雄心，他们急切想为新教育夯实思想基础和知识根基，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

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投向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要而言之，他们渴望让中国人聆听世界教育先

导、欧美新教育的主要代言人杜威先生关于新教育的谈话。

当然，胡适等新教育改革的诉求是与已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教育改革是新

文化运动的内在构成部分，也是推进新文化建设的基本进路。杜威访华的当日，胡适就当面向杜威介

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的对照面是中国旧文化的缺陷，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主

要诊断为两点：一是缺乏民主传统，二是缺乏科学传统。这种诊断为杜威访华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条

件，因为民主和科学被共认为杜威实用主义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因此由杜威本人来直接解

释民主和科学就是最恰当最有力不过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建设新教育还是推进藉由新教育建设新文化，杜威的思想力量和世界学术领袖

的身份都堪为向中国人进行教育思想启蒙的最佳外教。胡适、陶行知等人都想借助杜威这杆大旗，作

为外来的杠杆撬动中国的新教育改革，为新教育改革或者说为他们自身添声威、壮声势，实事求是地

说，这种动机实也有因感于自己的分量不足而挟洋自重的意味。胡适就曾坦言说：“我们几个人提倡的

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

多少地方”（陈文斌，２００６）。
杜威在华所掀起的教育旋风席卷之处，折服中国教育知识分子之众，无以计数。一时间，中国教育

学研究和传播力量空前壮大和活跃，可以说，杜威访华短时内在中国造就出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思想共

同体，这个共同体可被称为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在杜威访华之前，“新教育”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夫

今之所谓新教育者亦多端也。曰练习主义之教育，曰试验主义之教育、曰实用主义之教育、曰动劳主义

之教育、曰人格主义之教育、曰新理想主义之教育……”（姜琦，１９１９）。在杜威访华后，迅速形成的中国
杜威教育学派基本主导了新教育的话语权，并主导造就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为经典的一些新教育

改革和实验事件。

二、基于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教育改革实况

杜威结束访华的当日，胡适发文称：“当这个教育破产的时代，他（即杜威———作者注）的学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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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行的机会。但他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了。将来各地的‘试验学校’渐渐的发生，杜威的教育学说

有了试验的机会，那才是杜威哲学开花结子的时候呢！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

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那种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

倍吗？”（胡适，２０１３，第２６８页）。实际上，杜威对中国教育的现实影响要比胡适想象的来得更快。在此
分宏观的教育改革设计和微观的学校教育改革实验两个部分，选取一些典型事件，来铺陈这一时期的

中国教育变革实况，并从中透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和浸润程度。

（一）１９２２年的新学制课程改革
１９２２年的新学制改革及随之而起的课程标准研制是２０世纪最为经典的中国教育改革事件之一。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日，北洋政府发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法令所颁布的新学制，就是大名鼎鼎的“壬戌学
制”。壬戌学制改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当前实施的“六三三”学制的基本

架构，即可溯源至此。

这次学制改革的一大特点是，“改革学制之动议，发生于教育界，不是发生于教育行政官厅；发生于

全国联合之教育团体，不是发生于一地方或一机关”（庄俞，１９２２）。新学制虽经政府颁布，但学制的研
制过程本质上是民间性的，它是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简称“教联会”）这一民间教育社团主导的。

教联会即由各省的教育会联合组成的总会，成立于１９１５年，每年组织一次年会。教联会本质上是民间
性的，但它在年会中议决的提案，可以直达教育部，所以某种意义上教联会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教育部的

智囊团。

新学制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教联会在１９１９年第五次年会期间决定在下次年会中把改革学制作为
提案重点；１９２０年在上海召开的教联会第六次年会上，安徽、奉天、云南、福建等省提出关于学制改革的
议案，学制改革骤成热点议题；在１９２１年于广州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了“学制系统草案”；经过一
年的热烈研究和争论，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在济南召开的教联会第八次年会上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呈
报教育部，之后由北洋政府大总统盖印、国务总理王宠惠和教育总长汤尔和签发，正式颁布了《学校系

统改革案》。

新学制改革肇端于１９１９年在太原召开的第五次教联会年会。这次年会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教
育拉开了从师法日本转向师法美国、从师法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转向师法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大

幕。正在华访问的杜威在胡适的陪同下亲自参加了这次盛会。杜威在会议期间做的《品格之养成为教

育无上之目的》和《教育上的试验态度》等演讲深刻影响了会议的话语走向，这种影响最后体现在议决

通过并呈报教育部的《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中：“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如何教，所谓儿童

本位教育是也。”（璩鑫圭，唐良炎，１９９１，第８４４页）最终正式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分标准、学制图
和说明三个部分，其中“标准”中的“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和“注

意生活教育”等条目更是深刻体现了改革理念向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转向。

学制问题紧密联系着课程问题，颁布新学制主要是制定了一个“六三三”学校系统图，而新学制建

设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工程，“新学制建设中，第一个顶要紧的问题，就是要讨论各级学校的课程”（吴研

因，１９２２），“谈起新学制，就要联想到课程标准上去。倘使课程上做不通，那么就是证明这纵横活动的
制度是不可能的。制度是目标，课程是方案；配不出方案的目标，不过梦想罢了”（俞子夷，１９２２）。

教联会广州年会上就讨论到研制课程标准的问题，之后在关于学制改革的大讨论中，课程改革问

题得到集中关注，例如《教育杂志》于１９２２年发行了单行本号外《学制课程研究号》。第八届年会议决
《新学制系统改革案》后，提议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五人构成，分别是袁希

涛、金曾澄、胡适、黄炎培、经亨颐。起草委员会聘请专家主笔起草各学科的课程标准，起草专家共四十

人。新学制课程标准研制开启了中国科学研制课程标准的先河，之前“教育部有一种课程表和教则细

则，此外没有什么课程了……地方公立学校是从来没有法定的课程做依据。那部定的东西是很笼统的

几句条文”（俞子夷，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６月，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刊布，课程纲要门类共包括小学１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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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１１门、高中公共必修课７门、高中普通科第一组（注重文学及社会科学）３门、高中普通科第二组
（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７门。

无论是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各学科课程纲要的起草专家，虽然他们学术背景各异，但

基本上都能共同站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旗帜之下。各纲要中尤其是小学课程纲要中活跃着我

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杜威的言说和思想，例如《小学算术课程纲要》在方法部分规定：“１．宜注意从学生生
活里使学生发生需要工具的动机……３．问题以切合学生生活的为主。成人的事务，非学生所能想象
的，虽是实用，也不相宜。４．方法原理的教学，宜用归纳的建造，不宜用演绎的推广。”（全国教育联合会
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１９２５，第７－８页）

（二）民间学校课改实验

在胡适的想象中，杜威哲学在中国开花结果体现为“试验学校”的遍地开花，并预测这种景观会在

十年二十年后出现。但实际上，杜威教育思想试验在杜威访华期间就已在个别学校出现，更多的试验

则在杜威离华后接踵而至。杜威访华为美国教育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创造了思想条件，此后，“设计教

学法”和“道尔顿制”等美国各种新诞生的教学法借势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被加以本土化实验。众所周

知，“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思想依据，中国人对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的

兴趣，紧密联结着对杜威的兴趣，从而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也被视为对杜威教育哲学的实验。

兹主要通过介绍两所学校的课程改革实验以说明之。

１．钱穆在无锡后宅初级小学的“课程生活化”试验
杜威在中国各地的讲演，刺激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人士的教育学意识的觉醒和做教育改

革的自觉，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是其中的一位。

钱穆曾做过十八年的中小学教师。１９１９年秋，钱穆毛遂自荐担任无锡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此前钱
穆一直在他校任教高小课程，之所以决意由高小就低转入初级小学，就是奔着实验杜威教育理念而去

的。钱穆直言：“报载杜威博士来华，作教育哲学之演讲，余读其讲词，极感兴趣。但觉与古籍所载中国

古人之教育思想有不同，并有大相违异处。因念当转入初级小学，与幼童接触，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

验，俾可明白得古今中外对教育思想异同得失之究竟所在。”（钱穆，２００５，第１０５页）
钱穆的实验基本思路是：“当使一切规章课程尽融在学生生活之中，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而学生

生活亦课程规章化，使两者融归一体，勿令学生作分别观。”（钱穆，２００５，第１０７页）钱穆并没有在义理
上深入论述他的实验和杜威教育思想的细致联系，但从中可以推论，钱穆明显是受了杜威“教育即生

活”命题的影响，“课程生活化”是对这一命题的创造性诠释和实践。

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如体操和唱歌原被排定为课程，在课程生活化的思路下，则是把体操和唱歌

视为日常生活来对待，钱穆的做法是“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

等三人（即学校教师———作者注）亦当参加，使成为学校一全体活动”（钱穆，２００５，第１０７页）。再如课
程生活化体现在作文教学上，便有作文生活化。作文生活化追求让学生作文如自其口出，作文如同说

话，而口中所欲说者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体验和听闻。例如钱穆让学生排坐楼上廊下看下雨，观察

和思考今日之黄梅雨和其它雨的不同。再如带学生到郊外一古墓，倚坐古墓旁的近百颗苍松下静观四

周形势景色，并提醒学生注意静听风传过松针的声音与其它的风声有什么区别。钱穆还令学生讲得之

传闻或经由目睹的故事，这些故事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观之附近名胜古迹及桥梁建筑。钱穆让

学生把这些所观、所闻、所感之生活记下，并每每让学生互相讨论各自观察和写作之特点和得失。

钱穆的学校课程改革实验效果十分积极。仅就作文生活化而言，“如是半年，四年级生毕业，最短

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清晰”（钱穆，２００５，第１１４页），更
为可喜的是学生作文写作态度的变化，学生把作文视为日常人生中一乐事，每每问“今日是否又要作

文”（钱穆，２００５，第１１４页）。
不过可惜最后钱穆却不愿再实验下去。原因是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少部分人升学外，大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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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即留家，服务于茶肆、酒馆、糖果摊或猪肉铺之中，不再升学。钱穆感叹自己热心改革，甚至放弃了

自己的读书和学问志趣，而所得仅如此，心中实在是不快：“果是作一番试验则可。若久淹于此，恐违余

志，遂决意离去。”（钱穆，２００５，第１１５页）
２．李卿在浙江四中附小的教学法试验
不同于钱穆是直接基于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个人理解而开展改革实验，大多数的杜威思想试验是间

接地通过“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这样的平台而兴起的。就这两种教学法的引进来说，新学制课

程改革的干将俞子夷和舒新城是领军人物。设计教学法正式诞生于１９１８年，１９１９年俞子夷就在南高
师附小试行设计教学法，从而正式开启了中国研究和实验设计教学法的先河。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各地的
设计教学法实验开始走向高潮，并获教联会之助力，１９２１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教联会议决通过了《推
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此后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尤其体现在小学部分，对“设计”或“设计教学

法”的强调在纲要中处处可见。就道尔顿制实验来说，舒新城是执先鞭者，他在理论上不遗余力推介道

尔顿制，并于１９２２年在上海吴淞中学开始试行道尔顿制，从而开中国道尔顿制研究之先河。
众多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学校中，这里选取鲜为人知的浙江四中（现在宁波中学之前身）附

小开展的道尔顿制试验略做介绍。四中附小的道尔顿制试验发生于１９２３年，当时宁波教育家李卿
“正担任四中附小主任，以附小第二部试行设计教学法，实验道尔顿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

北仑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１９９０，第３５页）。李卿是国家主义派的重要一员，并是宁波新国家主
义派的创建者和领袖，同时，他又是一个在当地卓有声名的教育家，热衷于教育救国。李卿是杜威教

育思想的积极鼓吹者，曾创办小教研究会，积极宣介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在镇海、宁波各地积极实验设

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试验和“道尔顿制”试验在四中附小可能是同时并举的，关于试

验的状况，可供查考的资料鲜少，但之所以以四中附小的试验做代表，是因为四中附小校友、著名学者

周退密在其《退密文存》一书中的回忆片段鲜活而客观地呈现了道尔顿制试验的一些具体情形和效果

（周退密，２０１５，第１４－１５页）：
“我想谈一谈发生在附小里的一场教育大改革。但是那时候我们年级太小，只是把这一大改革当

作饶有兴趣、闹着玩的事情。一天老师说，我们要实施‘道尔顿制了’，既没说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也没

说出怎样配合实施的方法。说了就做，一时间，各个班级里办起了‘小邮局’、‘小银行’，引起一番乱哄

哄的热闹场面。由级长向同学分发预先印制的仿真邮票，叫同学们向别的年级熟悉的同学写信，然后

把信投入自制的邮箱，由专人开启递送给收信人，同时，不知是谁叫我们向‘银行’存款，由‘银行’给出

存折，现在已记不得当时用的是铜元和银角子等真的货币，还是用学校预制的‘钞票’。此外，手工课上

老师拿来毛竹给同学，叫同学‘发挥各自的才能’，把毛竹制成对联、笔筒和搁臂之类的文房用品。一时

间在手工课上拿刀劈的劈，锯的锯，削的削，忙个不停。记得这次手工课上，老师并不参加劳作，只是从

旁照料，免得学生弄伤手指，发生意外。上述的‘小邮局’、‘小银行’，以及同样的手工课经行过一次以

后，学校再没做过第二次尝试，而‘道尔顿制’四字也再没有人提起它”。

周退密的回忆似乎说明了李卿的道尔顿制试验结果不太理想。李卿之子李价民（原镇海中学

校长）也曾在附小就读，作为见证者，他后来评价道尔顿制时坦然说：“这个从外国传过来的教育制度，

在现时的社会现时的学校很难推开。”（纪念李价民校长诞辰九十周年筹备组，２００２，第２０４页）

三、杜威热的退潮与反思

杜威热在中国持续了五六年，之后开始急剧退潮。杜威热在中国的荣衰，给我们反思杜威思想本

身及其在中国的误读和误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现实基础。

（一）杜威热的退潮

杜威热的退潮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要由于政治追杀的原因，杜威教育学派被瓦

解；二是人们对杜威教育学的信心和热情在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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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杜威教育学派的瓦解
杜威热是伴随着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和壮大而兴起的，同样，杜威热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

也以杜威教育学派的瓦解为标志和致因。与杜威的政治性格一致，中国的杜威教育学派在政治性格上

基本属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在北洋政府时期获得了难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从北洋

政府后期到国民政府时期，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派知识分子被逐步围剿，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开始遭到

毁灭性打击，这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主将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在不同

程度上遭到排挤或通缉，例如，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１９２５年被北洋政府免职，北大代校长蒋梦麟１９２６
年因被通缉而被迫逃离；由杜威教育学派主导的教育团体被查封或停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中华教

育改进社于１９２６年停止召开年会，１９２７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查封；由杜威教育学派掌控的教育报刊纷
纷停办或被改造，这以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新教育》杂志的停刊最具有标志性，《新教育》杂志创刊于１９１９
年，蒋梦麟和陶行知先后担任主编，杜威曾担任荣誉董事，杂志的停刊意味着杜威教育学派失去了一个

关键阵地；国民政府成立后，“三民主义”的教育指导方针地位被逐步确立，实用主义的合法空间更是被

从根本上压缩了。总而言之，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人员四分五裂，阵地不断失守，杜威热在这样的形势下

自然也就迅速退潮了。

２．对杜威教育学信心的走低
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到“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

义者也”（蔡元培，２００６，第３３页），在蔡元培所构想的新教育体系中，“实利主义教育”是基本构成部
分，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是实现“富国”的急迫进路，这清楚地彰显出蔡元培谈论实用主义教育的功利

主义取向和教育救国的动机。胡适等邀请杜威访华是出于推进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在

更深层面上连接着中国知识分子建设新社会新文化的巨大热情和急迫渴望，因此，以世界教育先导身

份被迎接入华的杜威，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国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的新旧现实和新旧之辩

中。杜威教导中国人要以普及和改革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路径的呼吁与当时知识分子教育救国

的心愿一拍即合，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状况证明这是杜威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能承受之重，

当教育救国的愿望屡遭挫败后，知识分子对实用主义的信心和热情跟着走低，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开

始从对实用主义的迷恋中走出来，转向革命派阵营。

对杜威教育学的信心造成直接打击的是学校教学法实验的失败。胡适在杜威离华时对杜威教育

学说在中国命运的预测是过于乐观了，“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实验学校”的壮丽

景观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学校试验不但没有促进杜威热的进一步繁荣，反而成为促使杜威热退潮的

一大致因。“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等的引进与实验是在杜威热的背景下兴起的，但这些实验终

归都是昙花一现，最后归于沉寂。李卿在浙江四中附小的试验失败了，即使少数成功的试验例如钱

穆的“课程生活化”试验，在国情面前也折戟沉沙。这些失败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杜威，它进一步弱化了

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心。

（二）对杜威热兴衰的当代反思

杜威访华已有百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杜威热的兴衰，一些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１．对“全盘西化”责难的反思
杜威热的衰退助长了一种看法的流行，即认为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基础、师法美国的新学

制课程改革和学校教学法实验本质上不过是另一次的“全盘西化”而已，这种看法不但存在于中国杜威

教育学派外部，而且后期也滋长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内部。

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史一直伴随着“中洋之争”，每一次西方教育话语大量地进入中国语

境，都大概会引发这样的争议，对基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新教育改革的“全盘西化”责难不过是

“中洋之争”主线上的一次历史表现。那么，这种责难成立吗？

杜威在华期间，一直谆谆告诫中国教育改革不能盲目模仿西制，包括美制。新学制、新课程和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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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的改革和实验者也都对被打上“抄袭”的标签格外敏感。深度参与新学制改革的孟禄在评价新学

制时说，“此次改革与欧美各国正在进行之改革，极相类似……所以如是类似者，殆由各国共通之民主

主义国家主义及实业主义之根本势力、相与酝酿而成此改革”（孟禄，１９２２），也就是说，新学制改革是接
轨世界教育改革趋势的结果，改革的形式是借鉴了美国，改革的价值取向却是世界性的。并且，观诸当

时讨论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文章，可以发现实际上国情或本土问题也得到了较为深入和充分的关注

和讨论。总体来说，此次新学制及新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的世界性、科学性、民主性和本土性都是空前

的，绝非“全盘西化”一词可概括之。

但是，国情问题还是被严重低估了，实用主义话语进入中国改革语境，至少遭遇了两重障碍。其

一，无论杜威还是自由派教育知识分子，都对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教育之中国前景过于乐观了，“五

四运动”更是助推了这种乐观情绪，但实际上，支撑平民主义教育的政治文化空间根本不牢固，这从杜

威教育学派之后遭到的政治追杀可见一斑。其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并不牢

固，诚然杜威受到中国教育知识分子的热情欢迎，但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其接受度和理解度还是有限

的，这从时任浙江教育会会长的经亨颐的日记中可见一斑，杜威杭州演讲后，经亨颐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９日
的日记中写到：“八时三十分，即赴教育会，与各校职对杜威［讲演］开谈话会，未有如何诚得（心），事近

敷衍。”（经亨颐，１９８４，第１６５页）《民国日报》也曾记载：“杜威连日所讲，皆教育上之德磨克拉西，叫学
生自动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之，当谓其同伴曰：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

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顾红亮，２０１６）
实际上，无论“全盘西化”或“抄袭”的指责是否成立，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在中国本土的现

代化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师法杜威和美国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史上必然会走过的一

段历程，它的经典性和积极意义都是不容否定的：从学术上来说，它极大推进了中国教育学知识的生

产；从思想上来说，它极大促进了中国人的教育学意识的觉醒和教育思想的转向；从改革的角度来说，

它创造了一种为后人所感念和缅怀的教育改革和实验样式，并且，中国后来教育改革的本土化意识的

生长和成熟，也有赖于这段改革和实验历程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２．对杜威教育学说所受责难的反思
随着杜威热的退潮，对杜威教育学说本身的批判也甚嚣尘上，教育改革和实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

负面现象，都被转用为批判杜威所谓“儿童中心论”、自动的教育观和“教育即生活”等观点。不过，依

今日看来，这种指责以及新教育改革和实验过程本身彰显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误解和误用。

以对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指责观之。在当时，“儿童本位”被视为杜威教育学思想的一项根本

原则被确立起来，从而杜威与美国本土的浪漫派进步主义的“儿童中心主义”所存在的差别被忽视了。

实际上，如果前述周退密描述的浙江四中附小的道尔顿制实验状况代表了当时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

实验的普遍景象，可以确定，中国的学校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实验就是杜威所批评的浪漫派进步主

义实验，可以设想，如果杜威亲身看到中国学校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实验的状况，他会像指

责美国激进儿童中心主义的实践一样，指出和纠正这些试验所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弊病。但在当时，随

着杜威热的衰退，随着新教育改革试验纷纷遭受挫败，过于强调儿童中心、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轻视

学科知识的学习等指责都被指向了杜威。

杜威热退潮之后，杜威及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教育语境里，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命运

跌宕起伏。有学者认为，“直到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杜威在中国才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汪楚雄，
２０１０，第２３１页），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１９９０年代中国教育改革语境里的杜威，对杜威的儿童中心
主义、轻视学科知识和忽视教师主导作用的指责依然比比皆是。

进入２１世纪，不出意外，以贴近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接轨世界教育学术前沿和回归生活世界的理
念指导下的中国新课程改革，再次遭遇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中洋之争”，并且杜威在某些学者那里也

再次遭遇同样的指控：强调儿童中心主义、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过，至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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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新基础课程改革的需要，杜威热某种程度上在教育研究领域得以再次出现，而且，澄清历史上对

杜威的误解和误用成为这次杜威热的一大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在未来中国教育改革语境

里的杜威，会以更客观、更深刻的面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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